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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遗风与词法本位：章士钊“甲寅文体”的传统底色

常方舟

摘　 要：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的“甲寅文体”被称作“政论文”“逻辑文”“欧化的古文”，这些指称侧重从清末民初
古典文章发生新变的角度揭示章文的写作特点。事实上，章士钊的文学观念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汲取了墨

学和《论衡》等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存在目的悖反的倾向。在文学实践方面，章士钊倡导子学笔体的名

家之文，并依托《甲寅》施行复归诸子之文的文体实验。伴随本土修辞学的兴起，章士钊奉行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

展现了古典文学固有的修辞技巧。探究以章士钊“甲寅文体”为代表的应用类古文在新旧之间的变与不变，或为重新审

视中国古典文章的杂文学属性提供更加本土化的视角。

关键词：章士钊；　 《甲寅》；　 甲寅文体
作者简介：常方舟，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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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年）以《甲寅》期刊为主阵地撰写的文章占有重要

的一席之地，被称作“甲寅文体”
①。和章士钊身

处同一时代的文学史家曾经分别用“政论文”“逻

辑文”以及“欧化的古文”来指称这一独具特色的

文体
②。“政论文”直接指向“甲寅文体”的题材

内容，又因其文章组织切合近代西洋逻辑学，用

“逻辑文”来概括其文体特点，而“欧化的古文”侧

重强调章文在近代译学和文言体式交互过程中迸

发出的新变。“政论文”的名义未免失之笼统，难

·１１４·



名学遗风与词法本位：章士钊“甲寅文体”的传统底色

以凸显“甲寅文体”在议论文细分场域的鲜明个

性，“逻辑文”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显有以偏概全

之弊。近年来，学界多从“欧化的古文”或“逻辑

文”这一角度切入
③，深化对章士钊文章的整体性

把握和认知。然而，关于“甲寅文体”，仍然有一

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

“逻辑”一词是章士钊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核心高

频词汇，作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显然受到近代

西洋逻辑学发展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文章的组

织形式和论辩依据上，但是他对政论文的写作有

更高的实用期许和诉求，高估逻辑学的工具性效

用就容易忽略在其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方面更占

主导的传统延续性，并造成对“甲寅文体”取向的

根本误判。章士钊长于译学，采用“欧化的古文”

这一定评审视章文，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某些先验

性的遮蔽，从而忽视他对“古文”书写空间的开拓

和接续诸子散文传统的面向。“甲寅文体”之所

以兼具实用性和可读性，离不开其别具一格的修

辞体式，精通“西洋文法”的章士钊对当时新兴的

中国本土修辞学饶有兴趣，但他的修辞技巧不仅

和受西洋文法影响的新修辞学有别，而且体现出

回归和凸显传统修辞技巧的倾向。章士钊以“甲

寅文体”论政参政，以“甲寅文体”述学说理，离不

开他对逻辑学、文章学、修辞学的深耕。

终其一生，章士钊三次创办《甲寅》杂志。

１９１４年 ５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中间曾
因故停刊，１９１５年 ５ 月移至上海印刷出版并改为
周刊，１０月彻底被禁。由于这一时期的《甲寅》作
者群都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猛将，受到社会各界

如潮好评，影响亦大。回国后，章士钊设法筹集资

金恢复《甲寅》杂志，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在北京创办《甲
寅》日刊，７ 月张勋复辟后停刊，因章氏主张调和
立国论，原本被划为“甲寅派”的作者李大钊、高

一涵等纷纷离开并与之划清界限。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至 １９２６年 ３月，章氏在北京复刊《甲寅》，定为周
刊。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他在天津又出
版了多期《甲寅》周刊。因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

的执政经历及其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文的立场，这

一时期的《甲寅》备受抨击，章氏亦不收报资，凡

同情其立场的读者只需要求便一律寄览。尽管章

士钊主持《甲寅》的文章风格调性前后如一，但不

同的时地因素对其人其文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从方法论上说，在将章士钊的“甲寅文体”作为一

个整体看待的同时，也需要将具体的环境因素以

及章士钊对此的反应纳入考量。就本体论而言，

若要完整揭示“甲寅文体”之所以成为“甲寅文

体”的原因，需要考察和探究文学史旧有的指称

所带来的遮蔽性因素。本文从章士钊的文学观念

和实践出发，致力于阐发章士钊“甲寅文体”为

“逻辑文”“欧化的古文”等固有指称所遮蔽的传

统底色，体现在以墨学务实作为政论文旨归，接续

诸子古文一脉，贯彻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等

方面。对章士钊“甲寅文体”的研究，有助于深化

对本土传统杂文学体系特点的认知，提炼古典文

章的美学标准，抉发民族本位的修辞特点，并围绕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思想和文体的关系、语言和文

体的关系提供一个开放而典型的研究样本。

一、“逻辑之境”的光影：墨学验宗的实用

学理

　 　 １９２２ 年，钱基博完成《现代文学史》草稿，
１９２６年致信章士钊表彰其文“卓然一家”，并索取
１９２５年全年份《甲寅》作为“时移世易”之下改写
文学史前稿的基础，１９３６ 年第四次最终修订版
《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古文学、新文学二分的框架

下，将章士钊的逻辑文和新民体、白话文并列为新

文学的体式之一：“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

辑，抒以中国之古文。”（钱基博 ３６８）若暂时搁置
“甲寅文体”的新旧归属，章士钊长于逻辑学，其

文学观念和实践受到近代逻辑学学科演进的影响

自是显而易见。论者也大多注意到了此点，从

“逻辑文”的角度归纳了章士钊政论文所具备的

显性逻辑学特征，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多重复句、

惯用插入语、三段论推理的有效性、直接使用逻辑

学术语或译词等特点（倪伟 １３４—１４２）。但若细
绎章士钊治学的思想资源和志趣旨归，就会发现

逻辑学仅仅是章士钊文学观的发端，他的写作实

践和最终目的甚至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倡导的理性

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反其道的乖违。

章士钊早年选择废学救国，在上海与章太炎、

张继、邹容等结盟为兄弟。《苏报》案案发后，章

士钊因业师俞明震网开一面侥幸逃脱，对邹容病

死狱中终生抱愧。他在治学方面深受章太炎的影

响，行文持论经常征引“吾兄太炎”的论说。在近

代逻辑学知识传入国内的过程中，章太炎和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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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先导和普及作用。和梁启

超、胡适等人的墨学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二章对西

洋逻辑学、印度因明学和传统名学之间的关系，既

致力于使之融会贯通，又指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

差别。从源头上说，西洋逻辑学的兴起和古希腊

雄辩术有关，因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古印度的辩

论风尚，而传统名学的滥觞则与论辩争胜无关。

章太炎认为，先秦诸子所论之名本有刑名、爵名、

文名和散名之分，儒家荀子《正名》、墨家《墨经》

皆泛论散名，而精于诡辩的惠施、公孙龙等人标榜

名学，才渐渐集中到“务在求胜”的目的，因此诸

子皆有名学，但不可一概而论。章士钊完全秉承

了这一观点，指出惠施、公孙龙和《墨经》在学说

义理上的重大差异，论证惠施、公孙龙并非墨家支

流而应被单独视作名家。从立学初衷的角度而

言，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洋逻辑学知识更接近名家

一派，而墨家奉行实用精神，侧重效验之方，章士

钊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曾经强调两者的差别：

吾国《墨辩》，果得适用欧洲逻辑之

思想律与否乃为根本问题，应先讨论。

适之未语及此遽假定某为矛盾律或某为

不容中律，未免早计。其在欧洲，思想律

已不尽为逻辑家所采用，穆勒即其一人

也。大抵主实验者，多言此项律令不益

于用，吾之墨家当然属之验宗，其精神正

与斯律相反，适之未暇深考也。（《章士

钊全集》第 ４卷 ３０７）

此外，由于章太炎推崇汉代王充《论衡》，章

士钊亦将《论衡》一书奉为圭臬：“吾家太炎，曾盛

称《论衡》一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

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

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章士钊全

集》第 ６卷 ４３９）其中，《论衡》的《实知》篇破除的
是圣人“神而先知”的迷思：“实者，圣贤不能性

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

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王充 ４０３）
论者提出，即便是圣人，也要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

学习和了解客观世界，并非生来即知。在为圣人

祛魅的同时，也开拓了圣人可以学而致之的可能

性。《知实》篇在此基础上征引大量实例，作为圣

人绝非生而知之的证验：“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

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王充 ４０４）这些
论述既明确了人们开展认知活动的途径，又能够

举出与之相符的大量实证，无怪乎章士钊将《论

衡》推为“开东方逻辑学之宗”。不过，《论衡》虽

然涉及了一些名实关系的讨论，全书主要还是停

留在正名的阶段，王充另一部早佚的著作《政务》

才是真正起到移风易俗实际作用的关键，章士钊

对此也有专门的阐发：“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及于

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抒己见而成

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

（《章士钊全集》第 ６ 卷 ４３９）从《政务》的书名不
难推断，该书内容当以更加实在和具体的政事为

论，和《论衡》以正名为主形成互补。

从章士钊的墨学研究以及他对王充《论衡》

《政务》等书的研判来看，“正名”对于他只是一项

最基础最初步的功夫，名实相应、循名责实，才算

得上是切实可行。再来看章士钊作为报人如何在

文学实践中审视和处理名实关系。早在主理《苏

报》时期，章士钊就曾增设“舆论商榷”栏目，因暗

杀活动败露经历囹圄之灾后，开始转向文学救国。

他创办《甲寅》，更是以此作为鼓吹政治理论的宣

传阵地，矢志使之成为“士林之公器”。在他看

来，造就舆论的工具可析为二事：“舆论者有其逻

辑之境，有外赋之形。逻辑云者，全社会纯正心理

所应有之表章，外赋云者，国中一种言论所偶被之

形式。二者合体，固为政想最上之的标。”（章士

钊，《章士钊全集》第 ３卷 ４３１—４３２）
“逻辑之境”把当时如日方升的热词“逻辑”

和古典文学的传统范畴“境界”集在一处。“心之

所游履攀援者，谓之境”，从佛经翻译中拈得的境

字，是古典诗学意境理论的缘起。用西方学术嫁

接古典诗学的做法在晚清民初并不鲜见，譬如王

国维《人间词话》对“境界”二字亦有一番独到的

理解，以为探本之论：“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

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

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

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

人之秘妙也。”（王国维 ２９０—２９１）这种境界在
“吾心”（主观的意）和“外物”（客观的物）之间起

到毗连融会的作用。黄遵宪称赞梁启超的报刊文

章是“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黄遵

宪 １３８），可见要用客观的语言文字把握住人人
意中所有之境殊不易得。在认知过程中，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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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为人的五感或意识所认知，依然以人同此心

的共相存在，“逻辑之境”起作用的时间点即紧随

其后，意在以逻辑作为取相方法完成将外境概念

化的过程：“凡物有其通德，丽物在物，离物在心，

是曰物宜。物宜者，大抵人人心中之所能有，惟人

智不完，失于如量表显，而各各所怀，因不一致

耳。”（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 ７ 卷 ３２８）逻辑学
被用来规范人们对感官经验的认识过程，是推行

智识化信息处理方式的有效工具。不过，在章士

钊看来，“逻辑之境”显然只是文学构思过程中的

一环，由于当时民智普遍缺乏系统而特别强调此

点，而其真正注重的乃是结合“逻辑之境”和“外

赋之形”，形塑足以撼动人心、转移时局的舆论之

力，非仅止于空言而已：“当时吾徒之所标榜，为

朴实说理四字。［……］特吾有一戒约，凡理性之

攻守正负，不许徒讬空言。其时吾笃信墨子非而

易之学说，非之云者，批评一理，以为不足守之谓；

易之云者，新据一理，以代替前所非者之谓。”

（《章士钊全集》第 ８卷 ８３）
以新理取代旧理，这就已经在纯粹的理性主

义中掺入了经验主义的做法，而章士钊对舆论的

观察以及对时政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富有实证精

神。近代诗人蒋智由认为“今日时局，非文字所

能转移，故虽所学已精，不望行世”，有袖手当寓

公之意。对此，章士钊固然认同现实发展不尽如

人意，但学者仍应有行者的担当：“盖精者行之静

也，行者精之动也，在理即精即行，初无所待，故吾

人亦问所学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即以精之一事

言之，已为能行之证。不然先生之学，决无由

精，［……］大凡一说之行，形行于行之日，而神

行于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并神不以示

人，似非闵世病俗者所宜出也。”（《章士钊全集》

第 ３ 卷 ５２６）
“即精即行”体现了章士钊极其积极的以文

入世精神，在理想化现实未到来以前尝试用道理

先行、形式后至的方式耐心罗致。“神先形后”中

的“神”，在章士钊的术语体系中指的是充分的理

由：“每一事物，咸有其充足理由，［……］此充足

理由者何？曰神。”（《章士钊全集》第 ７ 卷 ３２３）
与此同时，他的政论文绝大多数是诠释政体或政

治制度的作品，民国成立前后的复杂政治局势让

他认识到，正名是必要的，然而政治名义或理想精

神的表达若仅止于名义上的冠冕堂皇并无益处，

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具体形式上：“一言蔽之，诠政

体者，当求之形式，而不当求之精神。”（《章士钊

全集》第 ２卷 ６２５）比如，专制或共和都仅仅是名
称而已，若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名共和也甚

无谓。

章士钊在《甲寅》围绕“联邦论”打响的舆论

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国成立前后，各方政

治势力持续展开博弈，关于国家政体组织形式的

讨论层出不穷。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和革命派

都赞成采用联邦制，但彼时南北统一的议题更为

迫切。革命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联省

自治的风潮一度达到顶峰。民国初年，袁世凯逐

步加强集权，实现全国统一的要求再度动摇了联

邦制的思想基础。此时联邦制分明是人人意中所

有之物，但论者却往往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就在

联邦制业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之际，章士钊的

联邦论重新引发了各界对联邦制的广泛讨论，不

啻对其“即精即行”“神先形后”文学观的深刻

践行。

１９１４年 １１ 月，章士钊通过回应张东荪和丁
世峄倡导地方自治的文章，在《甲寅》刊出《联邦

论》。张、丁二人虽主张联邦论，却提出联邦精神

在于自治，鼓吹各省自治，而不敢直接把联邦论三

个字宣之于口，特地表明如欧美等先邦后国者方

为联邦，如中国这般先国后邦者只能称为自治而

非联邦，欲行联邦之实而去联邦之名。章士钊的

《联邦论》直接点破当时联邦制少人问津的现实

和原因，指出张、丁所言自治形式的实质就是联邦

论，没有必要去名存实、刻意掩饰，为联邦论作了

正名。１９１５年 ５ 月，章士钊又刊出《学理上之联
邦论》，将联邦论明确限定在学理范围内进行讨

论，悬置对联邦论的价值判断。他在文中指出，实

现先国后邦的联邦制未必要通过革命的形式，而

是取决于国内舆论环境成熟与否：“是则联邦之

成否，惟视舆论之熟否以为衡。舆论朝通，则联邦

夕起；舆论夕通，则联邦朝起，初无俟乎革命也。”

（《章士钊全集》第 ３卷 ３８８）
而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目标即在于催化舆

论，培育适合联邦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他征

引荀子“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表示“名存而实

不至”的例子有很多，但绝不可能出现“实存而名

不至”的现象，而他所做的就是彰显联邦论之名，

静待联邦论之实。储亚心曾与之论争，质疑“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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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理者，未必适于国情”，主张“宁舍学理而就

国情”（《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

第 ３ 卷 ４９８）。章士钊遂刊出《联邦论———答储
亚心君》一文，正面回应了将联邦制的讨论限制

在学理范围之内的原因，即先要用学理破除舆论

环境对联邦论的拒斥，而浓厚的现实关怀是其

归宿：

学理与国情，本有不必相融之处。

惟主张学理，而忽于国情，实学理之蟊

贼，非能主张之者也。愚为联邦论，亦以

适于国情而为之耳，非只见其理论甚精

而遽右之也。特时人之訾议联邦者，初

不问其于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则骂，谓于

学理不通，搢绅所不道，明达所不言，乱

党暴徒，辄利用以为鼓吹，是则不可不先

与言理，再论事实耳。愚为此文，标曰学

理上之联邦论，语有范围，自不能以实际

之谈，率尔羼入。（《章士钊全集》第 ３
卷 ４９５）

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洋逻辑学处理的对象主要

是抽象的政理或学理，章士钊对逻辑学的运用也

多着眼于此。但从其文学观和实践的整体性来

看，章士钊对政论文的要求和期待远不止此，有切

于世用从始至终是章文的最大诉求和落脚点：

“夫政治与政治之理，并非同物，何以言之？政治

之理不一，宜断于古书，政治不一，宜断于当代。

［……］此其的彀，在世用二字。倘尧、舜之大道，

孔氏之大志，不论如何高尚精善，一敷于世用而不

得当，则不啻土木而已矣，是之谓本。”（《章士钊

全集》第 ９卷 ６９９）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章士钊后来虽然反对

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但对“白话也可以是美

文”的论断依旧让渡了在逻辑上成立的权限：“适

之谓白话本身，能为美文，此语在逻辑为可能，但

处今日文化运动之下，其的决不能达。”（《章士钊

全集》第 ５卷 ２３５）逻辑上的成立仅是一纸空文，
可以预见的实质才是他争夺的重点。循名不忘责

实、形式重于精神的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他对

文学的看法。对形式的倚重恰好是传统杂文学作

品的主要特征，杂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往往共

同构成其“文学性”，且形式的重要性甚至远在内

容之上：“盖文学者形式之事多，精神之事少。所

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全指内容宜由何式而外

达，无与内容自身之善恶也。古今文事，其同一语

意，以两人说法不同，价值全异者何限？有内无

外，又安足当文学二字耶？”（《章士钊全集》第 ６
卷 ２９４）

章士钊朴实的说理文字是名副其实的应用类

古文，助其行使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近代西洋

逻辑学作为称手的思维工具，确为他的取相造境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抽象的逻辑理性在章氏政

治学中仅仅是一个前置的工具理性环节：“则科

学之验，在夫发见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

良政制之进程。”（《章士钊全集》第 ３ 卷 ３８０）越
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政治学是一门“可能性”

的艺术，是与不是为一事，宜与不宜为另一事。一

般意义上的逻辑学（也是章士钊所谓的逻辑学）

只能处理是与不是的真值问题，却无法为具象的

政治情境提供宜与不宜的答案。尽管章士钊日后

回顾时感慨自己把“讲学与治事打成两橛”，欣羡

李大钊“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乎当时环

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以为断”（《章士钊全集》第 ８
卷 ８３），但影响政治学发展的变量极多，“经由观
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刘瑜

２４２），他以“成于国民之总意”的舆论之力转移时
局并非只是坐而论道的空想，而是切实地履行了

改良政治舆论、观念驱动现实的士人职责。而如

果仅仅用“逻辑文”或者逻辑学观念影响下的政

论文来审视章文，就容易忽视这一面向。

二、“欧化的古文”之内涵：子学笔体的名家

之文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不仅对标英国周报
司配铁特（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而且其初衷在于“以西人名
著，译登《甲寅》”，这些以直译为主的译文难免受

到西方文法的影响，呈现出“欧化”的特色。他早

年也承认自己文章的长处在于兼采西文：“国文

参用西文间架，事本可能。鄙文偶有微长，即存此

点。”（《章士钊全集》第 ５ 卷 ５８２）甚至一度认为
汉文亟待改良：“汉文劣于欧文之处甚多，予识虽

浅，亦颇能从经验上道出一二。颇以为汉文不速

改良，行成废料不复可用，其说又断非浮妄少年鄙

夷国文者之所持也。”（《章士钊全集》第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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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１９２０年 ９月，罗家伦在《新潮》上刊载的长文
《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即指出章文在“文字

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８７３）。
但如果仅仅用“欧化的古文”一词来统摄章士钊

的文学创作，在寻找章文更多“欧化”要素的同时

可能也会无意间抹杀他在接续古文传统尤其是诸

子散文方面的努力，并忽视他为笔体古文拓展书

写空间的尝试。

章士钊自述“吾年十三四，勤于记诵，则偏嗜

子厚文，一切取子厚所历，衡量自己”（《章士钊全

集》第 １０ 卷 １２２５），辗转之际随时随地携带柳
文，在耄耋之年力排众议坚持出版《柳文指要》。

他之所以青睐柳文，和他个人的题材偏好和风格

审美有关。一是章士钊认为柳文具有政治性强、

文艺性弱的特点，适与其好为政论文字相应：“寻

柳文之带政治性者，十之六七，其纯乎文艺性者，

反居少数，只不过十之三四。”（《章士钊全集》第

１０卷 ９９８）二是柳文与科学精神相近：“则凡爱好
柳文者，其人大抵习于名数，性与科学相近。”

（１１７７）这里的科学精神主要是指柳文对正名有
着一丝不苟的精神，行文亦具严密的组织，从诸子

散文系统的演化来看，柳文当属“名家之文”。

章士钊在文中多次表露，以柳文属之“名家

之文”的观点本于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古人

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

别者矣。”（章学诚 ６５２）章学诚文中自注云：“如
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

石之礼家。”（章学诚 ６５２）在章学诚的学术史观
中，六经变而为诸子专门之学，诸子传家之业又变

而为文集，有着层层衰变的差序关系。尽管诸子

专家著述比起六经已略逊一筹，他还是充分肯定

了战国时期诸子之文的价值，后世的各种文体都

可以在其中找到雏形。只是相较于六经的文质合

一，诸子之文已经出现文质分离、以文饰质的倾

向：“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

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

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章学

诚 ６１）晚清诸子学的复兴，重新发见了章学诚对
诸子之文的表彰，对其文质论的观点则有所扬弃。

比如，刘师培《论文杂记》就指出，周末诸子时代

是中国文学极盛的顶峰，不仅是“后世文章之

祖”，而且“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刘师

培 ９４８４）。同时，刘师培也赞成柳文属于“名家

之文”的看法：“子厚之文，善言事情之情，出以形

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覈刻深，

名家之文也。”（刘师培 ９４９７）
由于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章士钊对刘师培的

文论颇不以为然，唯一例外的是，他极为赞成刘氏

关于“文”与“笔”的论断，以为“甚锐而确”：“唐

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当时之士，以其

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

［……］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

世有正名之圣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为

杂著乎。”（刘师培 ９４９４—９４９６）刘师培认为，按
照六朝文学的标准，在唐代古文运动及其后续余

波中创生的“古文”一体，是排斥偶俪、不讲韵语

的笔体文章。尽管这一表述是建立在刘师培扬骈

抑散的理论大前提之上，但也揭示了古文有别于

韵文的固有属性。章士钊“披沙拣金”地标举刘

氏的这一文学观念，意在说明，“古文”的文本天

然地具有一部分“杂著”的性质，而不像古典诗歌

和骈文在体性上更接近当时已逐渐传入国内的纯

文学概念。

章士钊兼引章学诚、阮元二者，提出《文选》

仅收录经、史、子之外的文艺性作品并冠之以

“文”名，而古文的标准恰好与之形成互补，即以

关涉经、史、子的政治性作品为主，并以柳文为典

型说明笔体古文涵盖经、史、子三者的细分场域和

风格类型：“自唐家有古文者出，章、阮两家所祖

述之界说以破，盖凡沉思翰藻之文所不收者，古文

皆收之。以柳文言：如《祀朝日说》之类，义解也，

此即经派；《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传记也，此即史

派；《封建论》之类，论撰也，此即子派。”（《章士钊

全集》第 １０卷 ９９９）
道咸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领袖的子家文派

与今文经学为表里，成为经世思潮的载体。梁启

超所创的新民体散文，即体现了诸子之文纵横捭

阖、长于论辩的特点，而晚清研究西学一派的作者

也往往被归入子家文派，章士钊的文学创作也处

在这一文脉的延长线上。章士钊追忆民国初年创

办《甲寅》的宗旨不过是“朴实说理”，他希踪子

史、以笔为文的创作方法在读者看来，显是子家文

脉的后嗣：“甲寅之岁，章君为文，乃流居异域，处

士横议之文也。”（《章士钊全集》第 ６ 卷 ７２）至于
诸子内派内部的分野，则鲜少有人关注，反对章士

钊者或视其人为行事诡谲隐秘的“纵横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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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论，章士钊对墨家的学术精神情有独钟，对惠

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辩词争胜持有保留看法。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提到，战国诸子之文

偏向使用否定的表达方式，使其命意吐辞具有

“正言若反”的效果。“正言若反”一词出自《道德

经》第七十八章，章太炎 １９０７年至 １９１０年在日本
讲学时谈论周秦诸子，即强调老子不是权谋论者，

而是“正言若反”。章士钊推崇“正言若反”的技

巧，并详细阐释这一诸子之文习用的论辩方法，在

实际写作中也多有借鉴：“气者，心里之所为蕴发

也，故立言人当时心理如何，殆为一言倏正倏负之

主因。其或与人上下议论，意在屈人以申己，抑重

言以声明，往往以负式为便于用力，数多于正。”

（《章士钊全集》第 ７卷 ３７９）尽管从逻辑上说，同
样的语意用正面或否定的形式进行表述并无差

别，但对文家来说，这样的技巧可以使“论锋遥为犀

利，语势遥为紧逼”（《章士钊全集》第 ７卷 ３７９）。
章士钊虽不排斥韵文，但其创作重心完全在

古文一体。他的创作目的在于通过复归诸子散文

的传统，破除桐城派树立的古文壁垒，拓展古文的

述学说理空间。他早年一度追慕湘乡古文，后来

却对桐城派多有批评，这其中固然也夹杂着他和

桐城派作者在鉴赏兴趣方面的差异，比如方苞对

柳文的评价极低令章氏不满，但更多的还是由于

章士钊和桐城派对古文一体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

歧：“昔桐城家言，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缺

一。愚独为义理、考据及凡为文本质，盖一切关乎

学养，而不迳与于文章，长于文者亦于落笔时，凡

言之短长，声之高下，与意之疾徐轻重，适然相应，

使人读之，爽然如己之所欲出，而未审其道何由而

已，非有他也。质而言之，文章形式之事，非精神

之事也。”（《章士钊全集》第 ６卷 ３８２）
桐城派古文虽然也有简淡的优点，但在章士

钊看来，前者为了追求雅洁过于简省，使文章显得

淡寡无味，不再适合开展学理辨析：“邦文求简，

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

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章士钊全集》

第 ６卷 ４３９）而章士钊尝试用古文一体容受更多
的学理内容，显然更符合章太炎提出的“文章之

道，亦本与学术相系”（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

８９５）这一论断。以“众学之学”的逻辑学作为准
绳，也要求文章的言意关系清晰直白且保持一致：

“里曰意，表曰言，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国

词家有意内言外之说，如意言一致，又谥之为直

率，有违词范。推词家用心，必使名言敷衍在外，

而内意终于深隐不可捉摸，方是上乘文字，此全属

逻辑外道，所当别论。”（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

７卷 ３３２）
“意内而言外”最早是《说文解字》对“词”字

的训释，清人张惠言借用此语提出常州词派的词

学理论，强调抒情词体以意胜言的特点。为了强

调“意言一致”的重要性，章士钊甚至强行跨越文

类的壁垒，对词论追求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

也嗤之以鼻。近乎有些冒犯的直率的议论方式，

几乎接近词穷的质朴的说理风格，以及穷尽读者

心力的繁复的述学文字，正是章士钊理想中的诸

子古文书写传统。

对章士钊而言，《甲寅》不仅是鼓吹宣传政论

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他接续和拓展古文文体实

验的抓手。１９２５ 年 ７ 月起，他在北京和天津续办
《甲寅》周刊，在此前备受好评的通讯栏目上进行

了一项怪异的尝试和调整。从当年的第 １ 期开
始，他就尝试从作者来函中随机抽取若干文字作

为全文篇题。比如，第 １ 卷第 ５ 期“通讯”栏载王
树柟来信，题为“时可”，只因文中提到“孟子曰：

以时考之，则亦可矣”（王树柟 １７），章士钊即截
取“时可”二字作为篇题。同年第 １ 卷“通讯”栏
有类似篇题的还有像王荟生《大愚》、林奄方《尘

俗》、董维键《法》、刘秉麟《闲来》、熊梦《日前》等

数十篇文章之多，读者若仅阅读篇题，完全不知正

文所云何物。这显然和章士钊 １９１４ 年首创《甲
寅》期刊之际“通讯”栏多以“论某某”为题的做法

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１９２５ 年第 １ 卷第 １０ 期《甲寅》“通讯”
栏刊载曹典球来信，题为“者何”，文后照例是章

士钊对函件的公开回应。其中，他就解释了此篇

篇题为“者何”的原因以及《甲寅》杂志最初得名

的经过：“前岁在湘，子榖约集夙荒、剑凡诸君，议

创学会而难其名，愚询为何会意？子榖言实事求

是，并无前设固定之宗旨，谋立语言，起名字，以相

号召，亦因物付物，何所得即何所主张而已。愚笑

应之曰：‘此公榖笔法所称王者何、元年春者何及

其他者何者也，何不迳名曰者何学会？’众嫌其不

习，卒定名‘南强’而散。忆愚违难东京，初为杂

志时，与克强议名，连不得当，愚倡以其岁牒之，

即曰《甲寅》。”（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 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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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从这段回忆来看，《甲寅》杂志的得名尚属神

来之笔，而这篇《者何》以及前文提到的一系列特

殊篇题显然是章士钊有意为之的结果。这一做法

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反弹，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即有来
自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读者来信指出这一问

题：“近读贵刊，见‘通讯’标题，羌无意义。语助

可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不知则殊费思索，知之

亦诚属无谓。”（余戴海 １４—１５）对此，章士钊依
旧我行我素，并且还将这篇读者意见信的开头

“鄙髫年入学”割裂为不成句法的“鄙髫”作为篇

题。他给出的理由是：“‘通讯’标题之法，已经数

易，近以学而为政机械之道出之，乃因孙君思昉发

议致然，盖有鉴于尊示简撮抽绎之艰困也。

［……］尊论防弊，鄙意则从长斟酌至善，可于国

文开一生面。幸就近与梁任公先生论之，视其意

何如？”（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 ５卷 ５８２）
他提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在国文创作上有

所突破，还提议读者可就近与梁启超讨论，而其灵

感来源则是孙思昉，孙是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学观

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实际上，章太炎在《正名杂

义》中就曾经提出，周秦诸子的述作在篇题上具

有“无义例”的特点：“前世作述，其篇题多无义

例。《和氏》、《盗跖》，以人名为符号。《马蹄》、

《骈拇》，以章首为楬櫫。穿凿者或因缘生义，信

无当于本旨也。至韵文，则复有特别者。”（章太

炎，《訄书详注》４３１）
章太炎“以人名为符号，以章首为楬槩”的观

点恰好和清华国学院读者来信中提到的“语助可

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相映成趣，也能在当年

《甲寅》“通讯”栏中找到大量对应的例子。由此

可以推断，１９２５ 年章士钊复刊《甲寅》对“通讯”
栏的篇题处理实有深意存焉，想要复归章太炎所

说的诸子散文义例。此外，《甲寅》杂志的篇幅和

刊期也对刊载其上的文字风格产生了制约性的影

响。对此，章士钊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随之作

出灵活调整：“《甲寅》者，周刊也。周刊文字，固

不便于讲学。速来稿件，不论自作他作，凡属学理

稍晦，篇幅过长，愚均削去。诚以二十六页之小册

子，满纸柯尔、狄骥，非专家不甚了解之文，则读

《甲寅》者，何止万人？［……］周刊者，寒暑表也；

可从而验风雨，不足以来风雨。周刊者，探矿针

也；可从而审矿苗，不足以长矿苗。［……］甲寅

年之论文，布在月刊，意境体裁，俱各不同。”（《章

士钊全集》第 ５卷 ３３８）
初创《甲寅》为月刊，论学之文篇幅更长，文

字承载的信息量更大，学理问题也谈得更加深入

透彻，而续办《甲寅》为周刊，文章的整体定位也

随之迁改，需要用更加短、平、快的传播方式覆盖

更大范围的读者，这也显示出十多年间文章风气

好尚发生的变化，充斥大量学理内容的文言受众

逐渐减少。

从后视的文学史立场来看，很容易将传统的

文笔论和纯杂文学之间的差别对应起来：“笔重

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于是

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有些相

近。”（郭绍虞 ９７）章士钊将自己的古文创作定位
在笔体古文，就当时流行的知、情、意或情、事、理

的文章分类而言，无疑属于“知的文学”或偏向理

的文章。“强调议论文的逻辑要素，并将之上溯

到先秦名家，应是晚清西学盛行和诸子学复兴之

后的独有认知。”（陆胤，《从“无法”到“有

法”———清末民初的新文法与新文学》６５９）晚清
诸子学脉的一支本就带有研究西学、说理辨析的

色彩，章士钊在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研究方面的成

就，为他复归诸子名家之文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他

在行文中不仅借鉴诸子古文的写作技巧，也开拓

了古文一体的述学说理空间。他复归子学笔体古

文的创作思想，就鲜明地体现在《甲寅》“通讯”栏

的文体实验中。

三、西洋文法背后的“中国文典”：以词法为

本位的文法修辞

　 　 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在修辞上注重意匠经营，
这和他墨学、逻辑学研究背景以及外语习得和教

学经历有关，这些要素构成了“甲寅文体”的

底色。

１９０６年在日本实践女学校任教期间，章士钊
尝试用西文规律诠释古文，整理为《初等国文典》

一书（１９０７年在日出版，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更名
为“中等国文典”）。文典是兴起于近代日本的一

种新式文章学的撰述体例，一般分为文字典和文

章典
④。在章士钊看来，“文典者，文之典则也，或

曰文法”。（章士钊，《中等国文典》２）“文法”一
词在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有着多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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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包括文章作法、语法和修辞法等
⑤。从

《中等国文典》的内容来看，章士钊这里所谓的

“文法”实际上带有浑融的意味，兼有文章作法、

语法和修辞的要素。由于教学目标针对初学者

（中学校一、二、三年级），故该书仅涉及词性论而

无文章论。

清末民初，作为“ｒｈｅｔｏｒｉｃ”（修辞学）的日译汉
字传入国内且逐渐被接受的“修辞学”（陆胤，《清

末西洋修辞学的引进与近代文章学的翻新》

１７０—１８１），悄然蚕食了原先属于“文法”的知识
领域，尤其是传统文章作法和写作技巧中更富有

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部分，这也暗示了日后修辞

学研讨的对象主要集中于美术文章而非应用文

章。章士钊的创作重心和修辞重点在应用古文，

与美术文章的修辞学有着不可避免的分歧和疏

离。尽管文典的实际内容包蕴甚广，随着修辞学

的传入和学科独立的发展要求，逐渐形成了文典

以字词为中心、修辞学著作以句和篇章为中心的

区别性观念，这意味着前者更偏向“文法”（含义

是作为 ｇｒａｍｍａｒ译词的语法），而后者已隐现现代
“修辞学”的特征：“文典仅能以字为单位，不能以

句为单位；仅能以言语为材料，不能以辞为材

料———此为二者不可逾越之界线。”（王易 ２７）在
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中，语法和修辞判然为不同

的学科，但在晚清民初，“文法”和“修辞学”的分

道扬镳还是非常时新的尝试，章士钊的《中等国

文典》以及他对语法和修辞的理解显然还停留在

二者融合的阶段。

尽管章士钊后来认为早年草创的《中等国文

典》“识解稚谬，处处以西文法比附吾文，胶执尤

可哂”，但他终以此书蜚声学界。他在撰写《中等

国文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了《马氏文通》过

度比附拉丁文法以及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以日

语语法为本位的缺陷，更注重贴合古典文学的自

然语境。无论《马氏文通》还是《中等国文典》，其

首要做法是划分汉语的词类，显现出以词类为中

心的“文法”特征。吕叔湘曾经指出：“句法作为

现代语法学中心的地位是近百年来取得的。在这

以前，讲语法总是以词法（形态）为主，句法不受

重视，许多句法现象都放在词法里讲。”（周一民

２２）章士钊奉行的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是
造就“甲寅文体”的内在肌理。

一是归纳分析汉语词类，并对不同词类的使

用进行修辞学意义上的研判。

章士钊多次拈出“洁”字作为文学写作的至

高境界。而能够体现“洁”字效用的直接抓手就

是古文的助字：“子厚集中屡言文律，［……］夫律

令包括各种辞，而助字只其一，助字亦不止一种，

［……］吾考柳文好洁，而洁之最先表现处，在用

助字恰当。”（《章士钊全集》第 １０ 卷 １３９１）恰如
其分地使用助字才能使文章具有良好的节奏感：

“以愚观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

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

太张，缓焉则太弛，能斟酌乎？”（《章士钊全集》第

６卷 ３８３）
若以《中等国文典》的词类划分标准来看，柳

文的助字包括了助词、副词、介词等词类。章士钊

将助词的作用划为若干种类，包括“助固有名词”

“助普通名词”“助抽象名词”“助短语”“助句”。

其中，“助短语”意为在居于主格位置的名词短语

后加上“也”，例如“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

所谓“助句”则是在整个句子后面加上“也”，例如

“陈良，楚产也”。对此，章士钊解释说：“在文法

上，不助也字，亦自可通，而惟势嫌不振，而气亦失

之促，须也字助之者，则所以顿住上文，呼起下文，

蓄其势而舒其气也。”（章士钊，《中等国文典》

２６４）对比马建忠《马氏文通》将助字界定为“凡虚
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马建忠 ７），章士钊对词
的理解显然更为深刻，分类也更加精细。章士钊

对助字的深入剖析，体现了他以遣词作为重要修

辞手段的面向。

二是通过改变词序加强语势，提升修辞效果，

尤以“之”的提顿用法为典型。

章士钊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是通过名词性短

语的前提加强论辩的语气：“其所以须先行者，则

语势之所至，先出之以为标准，以便于陈说故

也。”（章士钊，《中等国文典》６３）这里的名词性
短语包括名词、代名词、先行目的格名词和先行所

有格名词的前提。以名词前提为例，章士钊从柳

文“蒸郁之与曹，螺蜯之与居”一句中获得该“造

句提顿法”的灵感，其作法即“将名词提在句首，

唤起人之注意，而随以之字代名词紧牒之，使为一

顿，然后说出动词”。这样的表达效果在于“最易

醒目，之字为直顶上文之代名词，绝非泛设”（《章

士钊全集》第 ９ 卷 ３７３）。不同于仅将“之”字视
为倒装句语法标志的现代通行语法阐释，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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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之”字还有调整文章节奏的作用。在具体

的写作中，先行目的格、先行所有格等名词性短语

的前提较之名词前提更为常见。

所谓“先行目的格”，《中等国文典》中的例句

有如“百亩之田，匹夫耕之”，为表强调将“百亩之

田”作为主格前提，原处用代名词“之”加以替换。

章文用例则如“天下丐词之大，莫过于是，作者决

非谓是也”（《政治与社会》）、“共和实田，耕之何

用”（《共和平议》）、“是何邪说？而令欧人闻之”

（《说宪》）、“革命一语，在欧文字典中觅之，殆无

不训为政治根本上之变迁”（《帝政驳议》），其表

达效果都在于强调主格的语意。和“先行目的

格”的表达效果和语法功能极为相似，“先行所有

格”将所有格名词前提至句首，《中等国文典》中

的例句有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高明之家”

原是修饰“室”的所有格名词，前提之后由所有格

代名词“其”充于原处。章文用例诸如：“兹篇所

商，此点其最要也”（《复辟平议》）、“如社会之不

良，政治其本因也”（《政治与社会》）、“至于普通

人民，其智未足以言政，即于政制，无所可否于其

间”（《共和平议》），等等。其作用在于通过所有

格名词的前提，让文意更加显豁，重点更为突出。

无论是迅速研判词类的修辞意义，还是调整

短语的词序改变语势，都对作者的文学储备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谓曰‘偶得’，形容最妙，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关

键全在选词。词而曰选，必其词之总积，无今无

古，无精无粗，往来罗布于胸中，听其甄拔，应有尽

有，应无尽无，然后能事可尽。”（章士钊，《章士钊

全集》第 ４卷 ２１５）
结合前文提到的逻辑工具，章士钊提供了他

个人在古文创作中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

一经典问题的方案。动笔之前意在笔先，文家在

构思过程中，先要将纷繁复杂又千变万化的具体

物相抽绎成意，借助逻辑学方法完成“意称物”的

步骤，再以广积薄发的方式从词库中选出最相契

的词，通过语词的精心搭配实现“文逮意”。这后

一半的功夫看似容易却艰辛，体现了以词法为本

位的文法修辞所能达到的语感纵深。

余　 论

从变的一面来看，“甲寅文体”引入了西洋逻

辑学作为思辨的工具，在文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

欧化的句法，章士钊对修辞手法的表述也借鉴了

西洋文法的术语和科学分析。从不变的一面来

看，“甲寅文体”是应用类古典文学的自然延展，

作者本人的传统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仍然在文体

的底层构建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拓展古文作为杂

著文体的写作空间通过复归诸子之文的方式得以

实现，展现和运用了汉语固有的修辞特点。这些

变与不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甲寅文体”这样一

个高度情境化的指称。章士钊曾经自嘲，他的文

章多年来风格上甚少变化但收获的反馈却大相径

庭，只因“早晚时价不同”而已。传统文学史的筛

选和评价方式往往更加注重作家作品在创作方面

的时代性变革要素，从文学史的书写初衷来说，这

一做法自是无可厚非，但固定镜头也意味着遮蔽

性视角的存在，而稍微转动这一视角，或许就能破

除固有认知的局限，得以更为全面地审视和对待

具体的文学实践，为复现生动的文学图景提供必

要的补充。就文学史的重要作者来说，对其文学

观念和文学实践的研判更需要全局性的总持。

晚年的章士钊回顾清末民初的文坛，在和严

复、梁启超以及自作文章的比较视野中提出过这

样一番整体性的评价：“几道规模桐城，字栉句

比，略带泰西文律，形成一种中西合参文格，面生

可疑，使人望而生畏。任公有陶渊明之风，于政于

学，皆不求甚解而止，行文信笔所之，以情感人，使

读者喜而易近，因之天下从风而靡。吾则人婉言

之，曰桐城变种，毒言之，曰桐城余孽，实则桐城于

吾绝不近，吾之所长，特不知者不敢言，能言者差

能自信，文不乖乎逻辑，出笔即差明其所以然，不

以言欺人而已。”（《章士钊全集》第 １０卷 １６５２）
章士钊既不满严复以泰西文律掺入桐城文

法，也鄙薄梁启超在政学不求甚解以情动人，虽标

榜自己行文不悖逻辑，终带着几分自得复归于

“明其所以然”。时人评价“甲寅文体”，谓其“词

旨渊雅，思理缜密，足为吾国散文作家开一局面”

（《章士钊全集》第 ５卷 ３４０），兼具文辞的可读性
和学理的反思性。如果说章太炎从义理上颠覆了

“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观点，提出了

“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人哉？凡感于文言者，在其

得我心”，那么章士钊的文学实践正好是对学说

亦可感人、可得人心的实证诠释。

从纯杂文学判分的角度来说，章士钊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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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文体”是古典杂文学的代表，属于以说理述学

为主的应用类古文。这些杂文学作品的“文学

性”往往体现在内容和形式的协同上，虽不乏言

辞修饰，但并不适合完全用抒情和艺术标准加以

衡量。而其之所以淡出文学史前景的主要原因，

是围绕该体式写作阅读和修辞鉴赏等活动赖以展

开的政教基础的分崩离析。探究章士钊的文学观

念和以“甲寅文体”为代表的文学实践，将其纳入

“未有不深于学而长于文者”（李浴洋 ２０６—２２８）
的讨论脉络，在张扬本土审美经验和价值感召的

同时，也能够展现出传统文艺表达机制和话语体

系的可通约性，有助于深化对本土杂文学特点的

认知，构建民族本位的古典文章批评标准。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一般用“甲寅派”指称《甲寅》杂
志的作者群，用“甲寅文体”指称发表在章士钊主持的《甲

寅》杂志上的作品，关于后者的提法可参见管翼贤纂辑：

《新闻学集成（第 ５辑）》，《民国丛书》第 ４ 编第 ４５ 册，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２年，５２。本文为论述和行文上的简洁，

将“甲寅文体”视为整体，指代章士钊各个时期在《甲寅》

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②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从时务文学到政论文
学”一节将章士钊的文章命名为“政论文学”：“他的文章

既有学理做底子，有论理做骨骼，有文法做准绳。”参见陈

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７７。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以“逻辑
文学”一词统摄章文：“所谓‘逻辑文学’，原来不能算是十

分确切的名词；不过当时文学的趋势，已确实的向着精密

朴茂的方面，而渐渐合于逻辑的组织。”参见新潮社：《新

潮》（合订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 年，８７２。胡适：“严
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

了。”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 ３·

胡适文存二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２３４。

③ 参见倪伟：《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
度》，《文学评论》１（２０１８）：１３４—１４２；孟庆澍：《欧化的古
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

系》，《文艺理论研究》６（２０１２）：１２５—１３３。

④ 例如，日人儿岛献吉郎《汉文典》（１９０３年）以文字典为
主，《续汉文典》（１９０３年）以文章典为主。而来裕恂仿照
日人文典创制的《汉文典》（１９０６ 年）也分为文字典和文
章典。

⑤ 陆胤《清末“文法”的空间———从〈马氏文通〉到〈汉文
典〉》一文指出，清末“文法”的内涵至少有三个层次：传统

的文章作法、“ｇｒａｍｍａｒ”一词的翻译语以及对应“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的修辞法。参见《中国文学学报》４（２０１３）：５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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